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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蓄水以来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特征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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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葛洲坝下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产卵场的河床质特征变化规律, 研究基于水声学和水下视频

影像分析三峡蓄水以来现有数据(2004—2020年), 研究底质表观特征与水声学特征的相关性, 分析产卵场底

质特征变化及其原因。结果表明: (1)硬度、粗糙度和分形维数分别与河床质充塞度、粒径和主要组成相关;
(2)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底质特征参数在2004—20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硬度、粗糙度和分形维数

三种特征均值在2004—2012年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P<0.01), 在2012—2019年均显著增加(P<0.01), 在
2019—2020年显著减少(P<0.01); (3)产卵场含沙的底质比例在2004—2008年减少33.08%, 在2008—2012年增

加12.69%, 在2012—2015年减少33.83%, 此后其持续减少至2019年, 在2019—2020年增加39.37%, 期间的底质

变化可能与三峡蓄水、泥沙调度、新修水坝的蓄水运行及期间发生的洪水有较大关联, 且中华鲟的自然繁殖

活动明显受河床质变化影响。研究结果为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的推演和产卵场的恢复与重建提供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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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众多河流生物来说, 河床质是其栖息地重要

物理组成部分
[1]
。了解并研究河床质性状及变化情

况是保护河流生物的重要前提, 尤其是对水体底层

生活及产粘性卵的鱼类, 产卵河床底质是其种群延

续的关键因子。水声学技术最早被用来探测潜艇

和测量水深, 近期用于探测鱼群较多
[2]
。与通常的

评估方法相比, 水声学方法具有高效、调查区域

广、不损坏生物资源、提供可持续的数据等优点
[3]
。

作为水声学方法主要工具的回声探测仪在其中起

着关键作用, 回声探测仪发展至今, 目前主要应用

有评估鱼类资源量、监测鱼类行为、鉴别鱼类种

类、评估其他水生生物、监测水质和水生生态系

统、探测水深和底质类别等
[4]
。

由于水下的特性, 河床质通常使用回声探测仪

进行研究, 不同底质类型对声波反射特性有差异,
回声探测仪可凭借这一特征来观测河床底质类型

以及底部沉淀物
[5]
。声学特性包括第一个底部回波

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被用来区分不同硬度、粗

糙度的沉积物
[6]
。Heald和Pace[7]

提供了两个回波的

能量特征与海底参数之间关系的理论背景。此后

Magorrian等 [8]
、Kaiser等 [9]

、Bax等 [10]
相继使用该

声学技术绘制海底生物群落的生物资源。Daniel
等

[11]
利用当时较新的Biosonics回声探测系统对巴

德河的整个底质生境进行了描述, 提取粗糙度和硬

度数据 , 并与底质粒径制定底质分类散点图 ;
Anderson等[12]

发现回声探测系统获取的特征参数

与底质的化学元素含量有直接关系, 并且探测频率

不同, 研究结果可靠性也不同。基于水声学方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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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底质的特点, 结合一定的传统取样或光学观察,
能够迅速且可靠地对河床沉积物进行分类

[3]
。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水生动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极危级(CR)
物种 , 国际濒危动植物种贸易公约 (CITES)附录

Ⅱ保护物种
[13]
。在20世纪后期, 由于水利工程建

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和航运等诸多因素, 其野

生种群资源量不断下降
[14]
。据2017—2020年进行

的中华鲟自然繁殖生态调查报告, 葛洲坝下近坝江

段已连续几年未观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
[15],

这可能与该区域的非生物环境变化有较大关系。

在目前中华鲟历史产卵场无法发挥作用, 而葛洲坝

下现有产卵场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持续中断的情

况下, 中华鲟自然繁殖所需的非生物环境变化研究

亟须开展。

中华鲟历史产卵场河床质特征常被描述为“卵
石河床质”, 中国科技工作者认为底质必须具备岩

石或卵石中华鲟才会开始产卵
[16]
。另外河床质粒

径、组成和布局等都会对自然繁殖产生影响, 一般

认为清洁的河床质对于多数鲟鱼类的自然产卵有

利
[17]
。常剑波和曹文宣

[18]
认为, 刺激中华鲟产卵的

外界因素主要是河床的底质状况。因此众多学者

对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底部环境进行研究, 杜
浩等

[19]
在2008年通过水下视频观测根据卵石大

小、排列方式及是否含沙等状况, 将河床质表层结

构划分为6种类型。杜浩等
[20, 21]

系统观察了中华鲟

受精卵的分布状态, 提出由细砂决定的河床质填塞

度是决定中华鲟自然繁殖发生位点和繁殖效果的

重要因素。在国内使用回声探测仪, 主要是对葛洲

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部环境的硬度和粗糙度进行

研究。张辉
[3]
首次研究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

质表观特征和声学特征的相关性, 2014年结合水下

视频获得的研究资料确定了该江段的底质特征关

系式
[22]
。杜浩等

[21]
研究了2004—2012年葛洲坝下

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的粗糙度和硬度变化, 探究三

峡大坝蓄水运行对河床质的影响。蔺丹清
[23]
在

2016年对整个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进

行了声学采样, 确定了相应底质特征的关系式, 与
之前相比有一定的区别。虽然部分学者提出了葛

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声学特征和表观特征的

相关公式, 但其判别底质效果较差, 原因可能在于

未使用与Biosonic探测系统配套的声学后处理系

统, 使用的声学处理软件未对回波进行特殊处理。

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行、人类活动及长江流域

的洪涝灾害等均会导致河床质及其构建的微生境

变化, 从而影响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和早期仔幼鱼

的存活, 这直接关系到野生中华鲟种群的补充群体

数量。因此有必要对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河

床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结合水声学方法和水下视

频技术, 重新构建硬度、粗糙度与底质表观特征的

相关性, 补充分形维数与底质的相关性, 并据此对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演变过程进行描述,
结合长江流域发生的水沙事件揭示底质变化规律,
并解释中华鲟自然繁殖状况的变化。这有助于推

测未来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变化趋势, 为将来

中华鲟人工模拟产卵场的构建、中华鲟潜在产卵

场的筛选和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恢复与重建

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紧邻宜昌葛洲坝下游约4 km的

江段范围内, 涵盖中华鲟产卵场。位于湖北省宜昌

市的葛洲坝属于低水头径流式水电站, 库区长度

180 km, 坝前水位27 m, 总库容 1.58×109m3[24]
。在

葛洲坝建成后, 中华鲟野生种群近三十年在此产卵

场进行产卵活动
[14]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

底质主要由大型卵石、中型卵石、小型卵石、沙

石和黏土组成, 另外还存在部分人工护底河床, 在
历年调查中未观察到泥类型的底质

[19, 25]
。产卵场

依照从上至下的顺序划分为Ⅰ—Ⅴ五个区域, Ⅰ和

Ⅱ区域从左至右依次划分为A—D四个区域, 其余

区域划分为A—C三个区域(图 1)。
 1.2    产卵场水声学调查

河床底质水声学数据采集　　水声学数据主

要来源于长江水产研究所在2004—2020年开展的

中华鲟自然繁殖生态调查期间进行的水声学探测

活动。探测使用的水声学仪器为美国BioSonics公
司DT-X系列数字科学回声系统, 系统参数设置参

照张辉等
[22]
使用的方法。采用科学回声仪配套软

件Visual Acquisition 5.0.3实时接收和存储所获取

的水声学数据。探测时采用“z”字型路线以8 km/h
的速度进行。探测范围从葛洲坝下至下游大约4 km。

水下视频影像数据采集　　长江水产研究所

在2016年1月期间对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

区范围内河床底部的200个采样点进行样品验证数

据采集, 采样范围从葛洲坝下至松滋口大约80 km。

采样目的是研究河床底质的表观特性与其水声学

特征值的相关性。因此在随机采样点进行声学数

据采集的同时, 对声学系统探测区域的底部进行视

频数据采集。在随机采样点进行水声学数据采集

与水声学调查使用的仪器参数设置是一致的, 在采

4 期 刘文成等: 三峡蓄水以来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特征变化规律 569



集之前用锚等固定用物体将船体固定在采样点, 使
用Dell Latitude D810笔记本电脑通过Visual Acqui-
sition 5.0.3软件接收和记录声学数据。视频数据采

集使用Canon G16光学相机与防水密封护套和灯

(RJW7100, 中国)固定在自行设计的不锈钢笼子上,
使用蔺丹清

[23]
的方法进行水下视频观察, 在存储卡

容量范围内连续拍摄分辨率为1980×720 dpi的影像

资料
[23]
。使用手持GPS定位系统记录采样位点的

经纬度信息, 及时更新采样点位置。

 1.3    数据处理

河床底质特征参数提取　　使用声学后处理

系统Visual Bottom Typer对水声学数据进行分析,
设置时变增益40 logR用于补偿回波的距离相关

性。平均进行3次ping, 以最小化底部的ping到ping
变化。硬度、粗糙度和分形维数都是使用该软件

对相应声学回波进行归一化处理的参数。一般研

究认为硬度和表观充塞度存在相关关系
[21], 由第一

个底部回波的第一部分(从底部回波开始到回波峰

值)评估; 粗糙度和河床底质的粒径存在相关关系,
由第一底部回波的第二部分(从回波峰值到末端)评
估

[26]; 分形维数是量化声学回波信号包络形状的特

征参数
[28], 被认为与底质的基本元素含量相关, 由

整个第一底部回波来评估
[27]
。

河床底质表观特征提取　　在2016年采集的

200个采样点中有123个采样点部分底质粒径明显

大于水下视频采集视野中的范围, 因此只选用77个
采样点的水声学特征及表观特征数据。通过视觉

检查水下视频, 使用美国渔业协会推荐的方法确定

河床底质的充塞度和粒径
[22]
。充塞度是单位视野

面积中河床质(粒径较大的砾石或卵石)的缝隙被河

床推移质(粗砂和细砂)填塞的面积百分比
[21], 通过

视觉检查和相应软件辅助确定底质充塞度大小。

使用Bain等对主要底质类型描述方法和底质观测

结果
[28], 将77个视频观测点的底质主要组成划分为

中型卵石、小型卵石、沙石、黏土及人工护底河

床共5种类型。

统计分析和空间分布分析　　采样点的水声

学特征与河床底质充塞度、粒径的相关性通过

Origin 2020分析。河床底质的声学特征参数数据

连同位置信息导入ArcGIS 10.6, 使用反距离权重法

构建网格大小为10 m的栅格图像。将各栅格图像

转换为点数据, 导入Origin中绘制相应箱线图, 获取

除去异常点后的极值和平均值。结合粒径-粗糙度

拟合方程将粗糙度转换为粒径, 构建粒径空间分布

图。通过均值变化找到河床质演变的关键时间节

点, 统计计算关键年份产卵场分区的特征参数统计

值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使用ArcGIS中的重分类

工具按对应图例进行分类并计算所占比例。

相关性结果用于底质类型的判别分析, 水声学

特征参数栅格图像结果用于底质类型的空间分布

分析, 重分类结果和箱线图结果用于分析葛洲坝下

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演变。

 2    结果

 2.1    底质声学特征与表观特征的相关性

通过水下视频视觉检查发现, 在所有采样点中,
河床质主要组成大都为卵石和沙的非均质混合物,
纯沙和纯卵石仅在部分区域可见。在所有样本中,
充塞度为0—100%, 底质粒径为0—200 mm。声学

分析发现, 硬度基本在0—0.05, 粗糙度为0—0.007,
分形维数为0—0.20。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 充塞

度(E)和硬度(H)之间的关系可以用Boltzmann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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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pawning grounds and zoning of Chinese sturgeon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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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拟合 , 方程为 E=3+95/{1+exp[(H–0.00679)/
0.00232]}(R2=0.74; 图  2a), 中等粒径(D)和粗糙度

(R)之间的关系可以用logistic模型进行拟合, 方程表

示为D=285 –285/(1+R/0.000824)  (R2=0.87; 图  2b)。
另外分形维数(FD)的数值大小可以很好地区分河

床底质的主要组成成分(图 3)。

 2.2    底质水声学特征变化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水声学特征均

值在2004—20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 4—6显示

该区域的3种水声学特征参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3种特征参数在2004—2008上升, 在2008—2012年
下降, 在2012—2019年持续上升, 在2019—2020年
下降, 但是变化幅度有所区别。硬度均值在2004—
2012年的变化不明显, 在0.0046—0.0054波动, 其在

2012—2015年增加78.37%, 在2015—2019年增加

115.56%, 在2019—2020年减少52.18%。粗糙度均

值波动较为明显, 自2005年增长到0.001后保持稳

定, 从2008年开始减少, 在2008—2012年减少22.21%,
在2015—2019年增加75.13%, 在2019—2020年减少

68.88%。分形维数均值从2004—2005年增长116.91%
后 , 在2005 —2012年保持在0.108 —0.123内波动 ,
2015—2019年维持在0.127—0.138波动, 2020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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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后向散射参数和底质表观特征之间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backscattering  parameters  and
substrate ph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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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形维数与河床质主要组成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al dimension and major compo-
sition of riverbed mass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年份Year

硬
度
H
a
rd
n
e
s
s

 
图 4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硬度年际变化

Fig.  4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hardnes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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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粗糙度年际变化

Fig.  5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roughnes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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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0.12。可以发现2008年、2012年、2015年、

2019年和2020年是底质特征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

 2.3    河床质特征演变过程

稳定产卵区底质变化的相应关键时间节点的

特征空间分布图如下(图 7—10)。结果显示在ⅡA
区域三种特征参数一般较小, 且常年维持在一定的

水平。ⅠB、ⅡB、ⅡC、ⅢB、ⅤA和ⅤB区域的

底质较为稳定, 声学参数特征一般较大, 其他区域

每年都有较大的变动。

关键年份的三种声学参数的显著性差异结果

显示,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在2004年的硬度

与2012年无显著差异(P≥0.05), 在2008年的粗糙度

与2020年无显著差异(P≥0.05), 在2008年的分形维

数与2020年无显著差异(P≥0.05), 除此之外硬度、

分形维数各年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表 1)。
栅格图像重分类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04年、

2008年和2012年硬度小于0.007的部分占据整个研

究区域的85%以上, 到了2015年其所占比例锐减至

52.22%, 2019年就只有23.59%, 2020年回升至57.42%
(表 2)。粗糙度和分形维数也都有相似的变化, 在
2004年、2008年和2012年, 粗糙度和分形维数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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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分形维数年际变化

Fig. 6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fractal dimension of Chinese stur-
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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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硬度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rdnes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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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粗糙度空间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ughnes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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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分形维数空间分布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ract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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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占据的比例均较大, 2012—2019年期间占据

比例减少较多, 2020年才开始增加(表 3和表 4)。
表 5显示2004年整个产卵场基本上是以卵石和

沙的混合底质为主, 2008年卵石就占据成为产卵场

的主要底质, 黏土几乎消失, 2012年沙和卵石的混

合底质类型增加, 2015年河床质基本以卵石为主,

2019年含沙的底质比例进一步减少, 直至2020年,
含沙底质的比例开始回升。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变化主要是推

移质和卵石的运动, 而卵石底质在一般情况下推移

距离较短, 因此主要是推移质量的变化。在2004年
至2020年整个时间段, 底质组成经历从含大量沙、

表 1    关键年份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声学参数统计值

Tab. 1    Statistical values of substrate acoustic parameters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in key years

年份Year 硬度Hardness 粗糙度Roughness 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

2004 (4.94×10–3) ± (1.17×10–5a) (2.57×10–4) ± (.01×10–6f) (5.48×10–2) ± (8.87×10–5k)

2008 (5.35×10–3) ± (2.09×10–5b) (1.02×10–3) ± (9.41×10–6g) (1.20×10–1) ± (2.48×10–4l)

2012 (4.49×10–3) ± (1.52×10–5a) (8.09×10–4) ± (9.51×10–6h) (1.11×10–1) ± (2.38×10–4m)

2015 (8.74×10–3) ± (4.08×10–5c) (1.19×10–3) ± (1.48×10–5i) (1.38×10–1) ± (2.25×10–4n)

2019 (1.88×10–2) ± (8.07×10–5d) (3.28×10–3) ± (2.67×10–5j) (1.35×10–1) ± (2.02×10–4o)

2020 (9.01×10–3) ± (4.77×10–5e) (1.03×10–3) ± (1.34×10–5g) (1.21×10–1) ± (2.61×10–4l)
注: 标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实验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标注相同字母表示不同实验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ote: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s (P<0.01), the same letter mean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groups (P≥0.05)

表 2    中华鲟产卵场底质硬度占比

Tab. 2    Percentage of substrate hardness in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

年份Year 0—0.003 0.003—0.005 0.005—0.007 0.007—0.009 0.009—0.010 0.010—0.012 0.012—1
2004 9.40 43.42 40.48 4.97 0.79 0.36 0.59

2008 12.08 40.36 34.79 7.75 1.16 1.13 2.72

2012 11.82 45.12 35.91 5.18 0.47 0.41 1.08

2015 19.22 8.12 24.88 16.04 5.41 7.36 18.98

2019 6.40 8.26 8.92 6.61 3.17 5.67 60.96
2020 7.71 22.08 27.63 13.49 4.31 5.70 19.08

表 3    中华鲟产卵场底质粗糙度占比

Tab. 3    Substrate roughness ratio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

年份Year 0—0.00007 0.00007—0.0001 0.00010—0.00040 0.00040—0.00400 0.00400—0.030000 0.030000—1
2004 47.03 7.58 28.10 16.99 0.29 0

2008 18.08 4.70 25.30 46.70 5.21 0.01

2012 29.21 6.48 27.42 32.80 4.07 0.02

2015 5.16 2.89 17.41 61.02 13.41 0.11

2019 3.23 1.01 8.44 62.96 23.96 0.40
2020 29.87 4.95 21.74 37.27 6.0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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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粒径空间分布

Fig.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in size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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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适量沙到含极少量沙, 最后沙量回升的过程。

 3    讨论

 3.1    河床质特征的水声学参数研究

早在1984年, 研究学者就确认了河床质可以被

声学特征所区分
[6], Daniel等[11]

结合一定的光学观

测建立了声学特征和底质类型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

对巴德河的底部进行分类。2011年杜浩等
[20]
发现

中华鲟产卵场的硬度和粗糙度的大小明显与底质

类型相关, 但是其后使用Sonar 5 Pro获取的声学特

征判别底质类型存在一定的困难, 原因可能是缺乏

归一化处理声学回波的步骤
[22, 23], 研究获取的声学

特征与底质特征相关关系区分底质效果较差。

本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 使用Biosonics声
学后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结合水下视

频影像提取的底质表观特征, 分析三种声学参数与

底质表观特征的相关性, 并以此对中华鲟产卵场底

质进行分类, 绘制该研究区域的底质分类图, 描述

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演变过程。

由于水下视频设备的限制, 粒径超过200 mm
的底质没有得到展示, 图 8e显示在分布图中有部分

粗糙度的数值是大于200 mm底质对应的粗糙度,
实际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粒径大于200 mm的河

床质确实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因此粒径-粗糙度拟

合曲线对后续的推测趋势应该是正确的, 但具体的

验证还需要设备条件的更新。2004—2012年葛洲

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整体硬度变化不大, 但是实际其

底质含沙量明显下降
[21], 这能够由充塞度和硬度的

相关关系解释。图 2a的散点分布显示, 前期充塞度

和硬度的相关性较差, 例如在硬度为0.005时, 充塞

度可以在20%—80%波动, 因此推断在推移质和卵

石底质混合且推移质较多的情况下, 硬度极有可能

不仅与推移质的填充量相关, 还与推移质在卵石之

间填充的方式、河床质的孔隙度等特征相关。若

结合图 3对底质进行分类, 那么大部分采样点的底

质主要组成就应为人工护底, 但是实际上葛洲坝下

江段的人工护底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应对底

质的分形维数数值范围进行修正, 图 9显示2012年
后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分形维数以0.07—
0.20为主, 而此时其河床质的主要组成为中型卵石

和小型卵石, 主要组成为中型卵石的分形维数范围

应该修正为0.07—0.20, 以此修正范围可以更加准

确地对底质进行分析。

 3.2    长江水文事件与产卵场河床质变化的相关性

2003年6月, 三峡大坝首次进行蓄水运行, 而后

其水位不断抬高, 至2008年9月初步开展175 m蓄水

计划
[29], 期间蓄水运行导致长江上游转移至中下游

的沙等推移质在坝区内淤积, 葛洲坝江段推移质的

量不断被冲刷而补充减少 , 原本的平衡被打破。

2004 年12月开展了葛洲坝下近坝江段的河势调整

工程
[30], 期间产卵场区域的含沙量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因此在2004—2008年,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

河床底质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推移质减少, 充塞度

显著降低、卵石暴露。2008年长江中上游干流及

多条支流均发生了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且当时汶川

地震造成了大量的河道崩岸, 上游推移质转移较

多。在长江宜昌站监测获取的2008—2013年的输

沙量, 除2011年较少外, 其他年份均保持在一定的

水平(图 11), 此期间洪水带来较多的沙可能改变了

三峡大坝蓄水造成的清水下泄现象, 期间推移质得

以补充, 因此2008—2012年该区域充塞度增加。

从2012—2015年, 粗糙度、硬度和分形维数的

表 4   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分形维数占比

Tab.  4   Substrate  fractal  dimension  ratio  of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

年份Year 0—0.02 0.02—0.04 0.04—0.07 0.07—0.12 0.12—1
2004 0.35 10.40 78.22 10.41 0.62

2008 0.60 2.46 9.58 37.49 49.8

2012 0.29 2.51 14.34 43.34 39.53

2015 0.07 0.82 3.45 28.19 67.46

2019 0.06 0.30 3.92 27.38 68.34
2020 0.20 1.91 12.37 36.68 48.84

表 5    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占比

Tab. 5    Percentage of substrate in spawning grounds of Chinese sturgeon (%)

年份Year 黏土Clay 沙
Sand

卵石和沙的混合底质
Mixing of pebbles and sand

小型卵石
Pebble

中型卵石
Cobble

大型卵石
Boulder

2004 0.39 9.89 56.78 17.72 15.22 0

2008 0 2.91 30.68 20.82 45.42 0.17

2012 0 4.12 42.16 22.52 31.10 0.09

2015 0 0.27 12.18 15.39 71.73 0.43

2019 0 0.07 6.09 8.55 83.74 1.55
2020 0.34 6.68 38.85 20.19 33.7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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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增加趋势明显, 但由于2013年和2014年进行数

据采集是使用其他水声学仪器, 无法提取和其他年

份相同处理的水声学特征参数, 因此无法判断水声

学参数在2012—2015年是逐步上升还是在某一年

突然增加的, 依据宜昌站监测的输沙量变化可能能

够解释这一变化: 在2012年长江上游的向家坝和各

种新建水坝的相继投入运行后, 2013年开始宜昌站

输沙量减少, 2015年到达最小值(图 11), 葛洲坝下

中华鲟产卵场的推移质被进一步冲刷而得不到补

充。由此推测, 2012—2015年该区域含沙量应该是

逐渐减少的, 粗糙度和硬度逐年上升。葛洲坝下江

段的底质泥沙含量还取决于三峡大坝的运行状态,
比如2016—2020年多发的洪水导致三峡大坝库区

内泥沙堆积过多, 三峡大坝在2020年8月进行了沙

峰排沙调度
[31],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含沙量

因此在2019—2020年增加, 而 2018年7月虽然也进

行了沙峰排沙调度, 但可能由于排沙时间较早和排

沙量相对较少, 2018年中华鲟繁殖生态调查期间产

卵场泥沙留存量较少, 底质状况并未改善。

通过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的演变分析

发现, 该江段河床质变动的主要原因有水利工程的

建设运行、长江流域的洪水发生以及人类活动。

大型水利工程对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的

影响是逐年增加的, 尤其是在其上游多个水利工程

相继运行后, 中华鲟自然繁殖所需的推移质被冲刷

而得不到补充; 挖沙活动和泥沙调度能直接影响到

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含沙量; 长江流域的大型洪水

能够改善河床质状况。若是在排除人类活动影响

的前提下,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的推移质含

量会持续减少, 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很难恢复, 但
是长江流域洪水的发生可能会缓解这种不利状况,
其缓解程度取决于洪水发生的位点、规模及三峡

大坝的运行状况。

 3.3    河床质变化对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影响及中华

鲟产卵场保护性建议

长江水坝导致的一些制约因素对中华鲟的自

然繁殖行为是有显著累积影响的
[14], 底质因素就是

众多制约因素之一。在三峡蓄水运行初期, 其蓄水

程度还没有达到较高水平, 2004—2008年产卵场各

个区域的含沙量减少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中华鲟所

在的Ⅳ和Ⅴ部分区域的充塞度还维持在一定水平,
因此除了在2003年后中华鲟自然繁殖次数由2次转

为1次 , 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依然能监测到。

2008—2012年中华鲟产卵场的上产卵区 (Ⅰ、Ⅱ

区), 其河床质的变化较下产卵区(Ⅲ—Ⅴ区)明显,
更适合中华鲟自然繁殖, 这可能是中华鲟主要产卵

区域迁移的原因之一。2012—2015年中华鲟适宜

繁殖底质逐年减少, 这可能是中华鲟自然繁殖首次

中断和再次中断的诱因。2015—2019年粗糙度和

硬度持续增加使得葛洲坝下的中华鲟产卵场已不

适宜繁殖, 2017年中华鲟自然繁殖连续中断至今。

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明显与底质状况相关。

在长江流域三峡大坝和上游向家坝等多个水

坝蓄水运行的情况下, 中华鲟产卵场的恢复与重建

是困难的, 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希望, 建议: (1)通过历

史数据筛选中华鲟适宜的产卵条件(地形、底质、

水温等), 在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范

围内, 筛选葛洲坝产卵场下游其余区域条件适宜的

江段, 进行部分改造使其成为新的中华鲟产卵场;
(2)在保证中华鲟繁殖需求的流速和水温的前提下,
调整三峡大坝进行泥沙调度活动的时间和规模, 将
坝区排沙的开始时间延后至9—11月期间或者在

2020年三峡大坝进行泥沙调度规模的基础上增加

坝区排沙量, 使葛洲坝下江段在中华鲟繁殖期间得

以维持良好的底质状况, 为中华鲟恢复产卵活动提

供适宜环境, 实现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功能

修复。

 4    结论

本研究利用丰富的水声学数据, 结合水声学的

方法和水下视频技术对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完善了底质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
找到了底质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和原因, 并推断了

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可能的原因, 研究结果对中华

鲟的种群存续问题来说意义重大, 但也存在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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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长江宜昌站输沙量年际变化

Fig. 11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sand transport at Yichang Station
of Yangtze River

数据源自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Data are obtained from China River Sediment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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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比如在底质水声学特征和表观特征的相关性

研究中, 粒径大于200 mm的底质未有研究, 相关关

系对较大的粒径判别可能有偏差, 需要后续的设备

和技术更新; 在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演变过

程的分析中, 只是解析了推动底质演变的原因, 而
没有对其进行量化, 对研究区域后续的底质变化只

能大致推测; 本研究只是对葛洲坝下江段的底质变

化进行了研究, 但并没有获取中华鲟的适宜底质特

征, 下一步工作可以对以往产卵区域的底质水声学

特征进行精确提取并判别。这些不足之处都需要

科研工作者们去一步步解决, 为下一步筛选中华鲟

潜在产卵场、建立人工模拟中华鲟产卵场乃至葛

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修复与重建等提供科学依

据和方案。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1)粗糙度、硬度、分形维

数三种声学特征分别与河床底质的粒径、充塞度

和主要组成类型相关, 粗糙度和硬度与相应表观特

征能建立相关公式, 在河床质充塞度较大的情况下

(20%—80%), 依据硬度-充塞度拟合曲线判别底质

效果较差。(2)2008、2012、2015、2019和2020年
是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变化的重要时间

节点, 研究区域内的主要变化如下: 含沙底质比例

在2004—2008年减少33.08%, 在2008—2012年增加

12.69%, 在 2012 —2015年减少 33.83%, 在 2015 —
2019年减少6.29%, 2020年含沙量回升, 相比2019年
增加39.37%。在2004—2020年整个时间段, 底质组

成经历一个从含大量沙、含适量沙到含极少量沙,
最后沙量回升的过程。(3)结合长江流域发生的水

沙变化事件, 发现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行、长江流域

洪水的发生及人类活动都会影响河床质的演变进

程: 水利工程蓄水运行造成的清水下泄会导致其下

游的推移质持续减少, 长江流域洪水的发生有利于

泥沙从上游向中下游转移, 河势调整工程和泥沙调

度等人类活动则会直接影响泥沙含量的变化。

(4)河床质的演变进程会影响中华鲟的自然繁殖状

况 : 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在2013年首次中断 , 在
2015年再次中断, 2017年连续中断至今, 也正是在

此期间,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底质被严重冲刷,
推移质急剧减少, 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明显与河

床质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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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REGULARITY OF BOTTOM SUBSTRATE CHARACTERISTICS IN
SPAWNING GROUND OF CHINESE STURGEON DOWNSTREAM THE

GEZHOUBA DAM FROM IMPOUNDING OF
THE THREE GORGE RESERVOIR

LIU Wen-Cheng1, 2, LI Jun-Yi2, LI Peng-Cheng2, BAN Xuan3, WU Jin-Ming2, ZHANG Hui2,
SHEN Li2, LIU Zhi-Gang2 and DU Hao1, 2

(1. School of Marin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Yangtze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ies
Sciences, Wuhan 430223,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nd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Hubei Province,

Institute of Precision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riverbed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turgeon (Acipenser sinen-
sis)  spawning grounds under the Gezhouba Dam, 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ppa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ubstrate and hydro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was based on hydroacoustic data and underwater video images
collected from 2004 to 2020, covering the period since the Three Gorges water storage. The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substrat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au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hardness, roughness and fractal dimen-
sion were found to be correlated with riverbed mass congestion, grain size and major composition, respectively; (2)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iverbed substrate at  the spawning ground of Chinese sturgeon under the Gezhouba Dam
showed  significantly  changes  from  2004  to  2020.  The  mean  values  of  hardness,  roughness  and  fractal  dimensi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followed by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2004 to 2012 (P<0.01). The three acoustic parameters
also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followed by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2012 to 2019. Between 2019 and 2020, all thre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mean  values  exhibit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0.01),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
(P<0.01); (3) the proportion of substrate containing sand in spawning grounds decreased by 33.08% between 2004 and
2008, increased by 12.69% between 2008 and 2012, and decreased 33.83% between 2012 and 2015. Subsequently, it
continued  to  decrease  until  2019  and  increased  by  39.37%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9—2020.  The  substrate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likely influenced by the Three Gorges water storage, sediment scheduling, water storage opera-
tion of newly constructed dams, floods, and the natural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rgeon, which were obvi-
ously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riverbed substrat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extrapolation of
the riverbed substrate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spawning grounds under Gezhouba Dam and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
struction of the spawning grounds.

Key words: Spawning  grounds; Riverbed  substrate; Roughness; Hardness; Fractal  dimension; Evolution; Acipenser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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